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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

【提要】 概念史是历史语义研究的著名范式，尤其是德国概念史模式享誉世界，备受推崇和借
鉴。概念史方法在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适应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向，同时越来越
显现出解决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的迫切性。在中国新近的概念史实践中，量化分析较为常见。倘若
忽视概念史方法的要领，很可能发现不了相关历史“真相”。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概念史与新文化史的
关系，二者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追求。最后，概念之国际传输中的翻译困难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难
题。全球视野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考析，是概念史国际化过程中极有意义的挑战。
【关键词】 概念史 量化分析 新文化史 翻译难题

1990 年代是德国概念史开始走向世界之时，尤其是以科塞雷克( Ｒeinhart Koselleck，1923—
2006) 为代表的史学概念史播撒四方，引起很大反响。对科塞雷克的国际接受极大地推动了概念史
的国际化。概念史代表作之一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 /社会语言历史辞典》( 1972—
1997) ①的研究模式能否在德国之外经受检验并得到运用，是( 史学) 经典概念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
参数。概念史研究在诸多国际平台和国别项目的强劲势头，基本上都以科氏研究方法为坐标。
世界上各种概念史实践，不只满足于移植德国的概念史范式，而是审慎地借鉴德国方法，新的思

考也在不断渗入概念史追求，并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概念史还在逐渐适应不同地域的语

境。中国学界刚开始关注概念史之时，就有学者提出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而我以
为，尽管“橘逾淮而为枳”②不可避免，但概念史探求是有意义的。迄今的不少研究成果，已能让人看
到概念史方法在中国的孕育力。关键是要使之适应中国水土，让逾淮之橘生长出甘美之枳。
近年来，概念史方法在中国学界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对具体概念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尽管如此，不少人似乎对概念史的基本追求还只停留于概念; 对于存在的问题，也不甚
了了。因此，对不少方法论疑难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显示出其迫切性，另有诸多概念史理论问题也有
待进一步思考。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做一些简要论述。

一、概念史与看似精确的量化分析

有一种莫大的误会，想当然地把概念史化约为文字工作，以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概念史可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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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8 Bde，hrsg. von Otto Brunner，Werner
Conze，Ｒeinhart Koselleck，Klett-Cotta，1972 － 1997．
参见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 ———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报》200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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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库的数据统计，从新名词或关键词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出现频率来判断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流
行程度，由此辨别其重要性。这种做法看似精确，但很容易引发诟病和非难，把它同计量史学相勾
连。毋庸置疑，借助数据库检索，极大地方便了资料的披览，能够快捷地获取相关数据，极大地提高
了研究效率。然而，这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即材料的收集，与从前做卡片没有质的区别。换言
之，数据库只是辅助工具，尽管它的效用大大超越了卡片功能，但也不是“非我莫能为也”。
在历史语义学领域，依靠电脑的技术支持和统计方法，早已见于法国圣克劳高师的“政治词汇实

验室”①所发展的“词语统计学”，即借助电脑来对“18 世纪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词汇进行量化研
究。在汉语历史语义学领域，金观涛、刘青峰自 1997 年着手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
( 1830—1930) ”具有开创意义，他们后来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
库，1830—1930”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数字人文学探索，即追求人文研究与数字方法( 词汇检索和分布
统计) 的结合。应该说，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改进的统计方法，数据库的能量已经今非昔
比，其搜索和处理资料的优势也使实证研究颇为受益。然而，若以为仅依托于庞大数据库就能从事
历史语义学研究，那只能是幻想。中心概念的设定和对概念架构及概念网络的探索，特别是对数据
的解析，绝非电脑本身能够处理的，分析和提炼才是重中之重。冯天瑜的《“封建”考论》( 2006) 和黄
兴涛的《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2017) ，在这方面可谓深得要领。
计量史学之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即过度依赖电脑，企图通过计量资料来发现和验证历史，以显示

客观性和精确性，仿佛电脑之外无他物。然而在人文科学中，仅堆积数据，将历史现象简化为具体指
标，往往反而不客观、不可信，这就可能招致方法论上的质疑。若将概念史与计量法混为一谈，倚重
词语的使用频次，罗列诸多图表，分析走势的曲线，很可能发现不了历史“真相”，甚至会把人引入歧
途，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殊不知一个概念或关键词的重要性或关键发展，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
是取决于被论辩、被争夺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或在观察和解释
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② 而当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人云亦云，也就是达到走势图中的
峰值时，只能表明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却很可能已经失去锐气，无需多加思索，在很大程度上也已

失去对概念史有用的认识价值。概念史关注的是一个( 重要) 概念的生成、常态或者非连续性、断裂
和变化，关注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而这些都是计量分析无法胜任的。很多历史现象，尤其
是对人的心理和思想的研究，单靠计量是无能为力的，精神现象很难用数量来概括。要发现数据背
后的深层含义及其多层次关联，不仅要披沙拣金，更需要历时和共时的宏观视野。
我们应该看到，不少同概念史有关的问题尚未说清，一些关键点始终没有得到条分缕析。新近

国际学界的方法论探讨，很少在根本上改变早已有之的观点。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首先涉及概念
史的研究对象( 概念、含义、词语、术语) ，究竟何为词语和概念的关系? 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
复杂得多。为了确认概念、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平行概念等，只要抓住主要词语就已足够?③ 尽管某
个词语因其汇聚了政治和社会语义的关联成分和语义关联从而成为概念，但是一个概念可能( 在历

史发展中) 有多种表达亦即不同用词，并且“含义即用法”( 维特根斯坦) ，这就不是单纯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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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ire de Lexicométrie et de Textes Politiques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aint-Cloud．
Ｒeinhart Koselleck，“A Ｒesponse to Comments on d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Ｒichter，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Occasional Paper No. 15，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pp. 59 － 70．
参见方维规《概念史八论: 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4 期( 2014) 。



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和图表能够解决的问题。以现代汉语中对应西方相关概念的“民主”“经济”为例，曾有“不计其数”
的理解、译词和用法。
在概念史理论思考中，另有一些问题也至关紧要: 何为确立语言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前提条件?

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事物的塑形? 如何在语言和概念介质中挖掘历史? 概念史研究对象与隐喻

和话语的关系又是什么? 围绕《历史基本概念》而展开的一些方法论讨论，无疑比这套辞书中的条目
更具启发性，可是科塞雷克晚年还是称之为纯粹的方法论争辩之沙丘，说他自己的研究受到“理论枷
锁”的制约。① 显然，概念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不很明晰，不少概念史研究是实证研究，没有或几
乎没有涉及其理论前提。有人认为，概念史的理论短板并没有改变的必要，理论缺陷甚至是其强项。
注重实证的概念史并不需要出彩的纲领，而是踏实的考证。另有人以德国的哲学概念史［13 卷《哲
学历史辞典》( 1971—2007) ②］为例，说它并未依托于特定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在实践中摸索
着找到了自己。还有一种主张是，不要恪守一种方法，而是汇总不同的方法实践。可是倡导多元方
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放弃专门的概念史方法论思考。

二、概念史与新文化史

概念史在得到国际认可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新近的不少研究表
明，文化研究对概念史兴趣浓厚，而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亦能反作用于概念史。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
认为，文化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挪移了概念史的整个考察层面: 从科学转向知识，从审美转向艺术

品，从理论转向实践和技艺，从词语转向其他媒介。换言之，晚近的文化研究不仅在方法论层面，也
在研究对象上改变了概念史研究。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究竟如何理解语言与非语言、物质与含
义、物与词之间的界线。③ 文化研究的发展还能让人看到，文化史与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之间
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或曰“两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相互跨越”。④ 这种杂糅在新近的研究中颇为突
出，尤其是当代不少思想史研究亦关注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现象。
与传统史学或老式“新史学”的研究取向相比，新文化史注重查考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

面; 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政治、经济、社会或军事等，转换到社会文化范畴。新文化史强
调人的身份、意识和心态等，而不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权力、经济基础等。以新文化史为标志
的文化转向，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可以理解为三重转变: 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
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 第二，在文化史学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

转向; 第三，在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轻视文化向重视文化、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
虽然文化研究亦寻求社会视角与文化视角的融通，但摆脱了传统思想史的德国概念史，以结构

史为基础，注重对具体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语言运用的钩稽，这在研究重心上与新文化史有着明显区

别。不过，若考察文化史在英美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对接努力，两个研究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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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inhart Koselleck，“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in Begriffsgeschichte，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hrsg. von Hans Erich Bdeker，Wallstein，2002，S. 31．
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13 Bde，hrsg. von Joachim Ｒitter，Karlfried Gründer，Gottfried Gabriel，Schwabe，1971 － 2007．
Ernst Müller，“Einleitung: Bemerkungen zu einer Begriffsgeschichte aus kulturwissenschaftlicher Perspektive”，in Begriffsgeschichte im
Umbruch? (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Sonderheft) ，hrsg. von E. Müller，Meiner，2005，S. 12 － 13．
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杨豫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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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都很强调语言亦即概念研究的重要性，这在观念史领域的学者那里尤为突出。例如格拉夫
敦( Anthony Grafton) 在其综述《观念史杂志》的历史以及新的发展方向的文章中，最后也论及概念史
( 科塞雷克) 研究取径。① 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②，虽然只字未提概念史，但是间或也能看出概念史
旨趣，例如他在描述概念意涵的国际传输、接受和变化时所论及的翻译作为文化史的方法。③

对概念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关于资料来源、数据提取方法以及历史研究之理论前提的各种
讨论。对概念史具体实践的一个常见批评，也是针对资料来源的选取和使用。此时，批评常会指向
研究所依托的文献不够周全、未查考不应被忽略的史料和视角，而且批评还会来自不同的知识背景。
其实，这类批评中外都一样，就连科塞雷克亦即《历史基本概念》也未能幸免。应该说，这类批评往
往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能够让人看到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改进可能性。尤其对新文化史来说，
已有概念史研究很可能成为其非议对象。总的说来，新文化史家更注重大众心态、传播、接受和通
俗史料，这些自然也是概念史本当顾及的历史之维。然而，不同的研究或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问
题意识、学术旨趣和追求。例如年鉴学派热衷于日常生活史，书写社会史及文化史更是年鉴学派
第三代史家的希求，这就必然有其重点关注的史料。面面俱到是许多人的追求，却是概念史迄今
未能解决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史料不可悉数，即便一个研究团队也可能望洋兴叹，只
能有的放矢。尽管史料永远是史学之本，且多多益善，但大包大揽还不是当下能够做到的，或许也
很难驾驭，能够或应当做到的是对能够说明问题的史料的合理使用和精当解读。此时最不可取的
是因噎废食。
仅从新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往不少概念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精英文化和经典文本，未能

放下身段看民众的做法是无法忍受的。但问题是，概念史能轻而易举的与文化史融合吗? 连带出的
另一个问题是: 能否完全站在文化史的立场上判断概念史的得失?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且以新文化

史的重量级人物福柯为例。他热衷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主题与方法，喜于关注各种非传统、非经典的
话题与关系，并重新定义史学边界: 注目于看似无联系之物之间的联系。显然，福柯走的不是德国经
典概念史那条路，评判的标准亦当有别。
若从 1980年代算起，新文化史已经走过 40年岁月。尽管新文化史的成就不容置疑，但它正在逐渐式

微，已有学者看到明日黄花，呼吁“超越文化转向”。这有其实际原因:晚近的文化研究对“语言论转向”进
行泛化和极端化处理，强调所有文化之表征形式的认识论意义。④ 新文化史所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过分夸大文化因素，许多研究给人留下唯文化论的印象，大大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因
素;其二，滥用“文化”概念，即所谓“一切皆文化”。可是，若无福柯那样的哲学素养、视野和眼光，不少文化
研究过于琐碎，说得严重点是鸡零狗碎:葡萄酒的文化史、⑤巧克力的文化史、⑥教室的文化史、⑦时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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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①口红的文化史，②还有那些未必谁都敢于启齿的文化史，而且不厌其烦。③ 毫无疑问，对于
文化史来说，这些著作自有其价值; 但对讲究关键概念或基本概念的概念史来说，包罗万象的新文化

史却是难以承载之重。
进入 21 世纪以后，源自德国的“概念史”这一跨学科研究方向又一次重整旗鼓，见之于人文科学

的不少领域。倡导概念史的所有尝试，都旨在为失去后劲的文化研究寻找出路。各种尝试的共同点
是，探求概念史在新的理论语境中的适用性和实用性。④ 面对强势不再但余威尚存的新文化史，这里
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改建，是否和如何对历史语义学范畴和方法产生影响，并在

多大程度上关乎概念史的跨学科性质。

三、概念的翻译难题

概念史虽在理论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却依然如此富有魅力。我们或许可以说，概念史基础
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可在实际研究中继续探究。研究者可根据具体材料，尽量贴切地考证具体历
史语境中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厘清历史的认识价值，自然亦可成为具体研究的任务，甚或是从事相
关研究的重要动因。或许正是放弃寻觅通用的理论，抛开具体研究之可能的概念史理论依据，才使
研究展示出勃勃生机。人们得以悉心辨析材料、推究事源，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是偏要将具体研究
与哪个宏大理论相勾连，更无必要服从后现代理论，尽管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功不可没。
纵使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不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就连时代分期也是西方设定的( 现代、后现代

等) ，但从历史上来看，西方是现代发展的起点，在全球史考察中，似乎也只能以西方概念为出发点。
换言之，虽说欧洲概念基于欧洲经验，但只要还没有其他与之抗衡的概念体系形成普世性，我们就不

得不以欧洲概念为基准。当然，不能把欧洲概念看作唯一标准，也不排除欧洲之外的经验和概念。
一方面是概念史的国际化，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各种语言差异和特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无法回避

的。与不同的语言打交道，势必面对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差异。
伴随着概念史的国际化，以及跨国或全球视野的拓展，一种现象愈发明显: 在思想与概念的国际

传输中，不少概念在被译为其他语言时，时常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概念词语，双语词典中的译词只不过

是大致符合。汉译西文是很典型的事例，即使新造词语也很难真正胜任。关于跨文化误解和“不可
译性”( untranslatability) 问题，国际学界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可译性”及其后
果，我想暂且避开中西天差地远的传统知识文化体系与迥然不同的语言结构之间的翻译困难，选择

一个不难理解的事例，即同一文化圈中的翻译问题来做例证。
直到 19 世纪，欧洲不同疆域中的多语种文化现象是常态，源于一种外语( 如拉丁语、法语) 的“外

来词”，常会以模糊的词义进入本土语言，这在近代早期的许多文献资料中很常见。吸纳外来语词，
极可能出现语义偏移或一知半解的现象。外来词起初那种言之不详的含义，自然会带来多种用法。
比如一个外来词的贬义内涵，可能会改变本土语言中某个相近词语的意思，进而引发原先未有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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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德语中的法语词“bourgeois”( 资产者，富有市侩) ，该词最迟在
马克思使用之后的贬义内涵，使德语词“Bürger”( 市民，公民，中产者) 获得了不带主客观色彩的褒义
蕴涵。又如马丁·路德用德语词“Bund”( 同盟) 翻译《圣经·旧约》词语“berith”，使得原先的世俗概
念“Bund”获得了宗教色彩，这一隐含意义进入 19 世纪之后还相当明显。①

博尔赫斯曾有名言: 辞典的编纂显然基于一种还未被证实的假设，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是由

相互对应的同义词组成的。② 应该说，这种假设并不令人信服。在不同语言中，真正对应的同义词其
实只是很小一部分。再以欧洲为例: 欧洲国家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和语言源流，但各种语言的固有
特色，亦即不对应之处，常使译者大伤脑筋。例如英、法、德之“环境”概念“environment”“milieu”
“Umwelt”，并不能简单对应，它们各有不同的政治意涵。又如“启蒙( 运动) ”或“自由主义”等一直被
看作表示欧洲共同经验和价值观的概念，其实在欧洲语言之间很难完整对译，或只为了标准化才翻

译的。看似相同的概念背后，是不同社会各自特有的经验和期待。欧洲疆域内的语言互译况且如
此，世界上诸多语言之间的翻译难度可想而知。我们知道，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东亚汉字文化圈内
的概念传输中也有类似状况，即字形相同的概念，含义未必相同或完全吻合。
按照帕洛嫩的说法，“翻译”概念对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具有中心意义，且有不同意义指向: 过

去的词义与现在语言运用之间的中介; 事物史的概念体现; 文本的深度挖掘和阐释; 不同语言之间

的翻译。③ 照此理解，翻译就不再只是文本概念，而是宽泛地表示物质和文化的含义表述。全球视野
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考析，要求学者具有优异的语言和文化感受力及判别力。此外，
对于西方范畴的翻译，绝非纯粹的学术问题，往往带有政治倾向，这就会有含义流失和新增意涵。在
聚焦于交往过程、知识传输和翻译之时，这样的考证亦能钩稽各种关系和交流中微妙的等级关系和
先入之见。
倘若比较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探讨其相互间的翻译活动，那么，语言运用、概念形成和“事物史”

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预设和比较对应概念的相似性，毋宁探索对应的
历史经验与社会状况，查考不同语言是如何把相应的经验、问题和期待转变为概念的。④ 而在概念史
之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⑤

( 作者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尹媛萍)

( 责任校对: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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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during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Scholars today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study-abroad
experiences，let along thei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hese scholars chose some interesting topics for their
PhD projects． Many had strong concerns with reality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debates among
historians in China． A majority of topics were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countries． Several of these
dissertations used a large number of primary documents，and adopted innov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Therefore，they were recognized by their advisers and fellow American historians． These scholars formed
unique academic style after they returned to China． The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in China through teaching and involving academic work of organization．

The New Trend of Smuta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Ｒussian Historiography / / Zhou Houqin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cholars in Ｒussia began to rethink th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y replaced“revolution”with“Smuta，”a concept that is derived from the
studies of Ｒussian history of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Based 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they
constructed a research paradigm of Smuta Studie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register the change
between the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and empire． This paradigm emphasizes that the three historical moments
respectively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the early twentieth，and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ies witnessed the
systemic crises of the Ｒussian state ( i． e． smuta) ． The first two crises ended with the rise of empire，and
Ｒussian history vacillates in the periodic rhythm of " smuta-empire" ． The Smuta Studies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the upsurge of Ｒussian Studies and Imperi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but also a
response from some Ｒussian scholars to where Ｒussia is currently going． However，as a new disciplinary
approach，its many aspects remain to be developed．

How to Write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On Thomas Bender’s Transnational
History / / Li Min

Ｒegard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authority in transnational studies，Thomas Bender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how to write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he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t issue through two layers of analysis: theoretical
construct and scholarly practice． Starting from its constructed nature，Bender has reconstructed the nation-
state and its history，criticiz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promoting a transnational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he proposed a methodology of comparison，connection，and contextualization，and published
the well-received masterpiece A Nation among Nations． When facing challenges and criticisms，Bender
insists that transnational study is still a useful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that it
enriches the scope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state historical paradigm that used to be at the center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Ｒesearch on Conceptual History / / Fang Weigui

Conceptual history，also known as“the history of concepts”( Germ． : Begriffsgeschichte) ，is a well-
known paradigm of historical semantics． It is especially the German“model”of conceptual history that is
highly regarded worldwide; it is often cited as an exemplary research method． While it is becoming
gradually internationalized，we can observe a constant effort to adapt it to the distinctive histo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local． At the same time，conceptual historical theory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solve some
problems，and the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In its recent practice in China，it is widespread that
researchers often rely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If one overlook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ual historical
method，the relevant“truth”of history is very unlikely to be discovered，however． In this contex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ual history and New Cultural History deserves attention，as we believe that the
two deal with different questions and concerns． Last but not least，the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rms is an intrinsic challenge． See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one could argue
that historical semantics has to be based on a complicated transregional research process; in return，which
poses a meaningful challenge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cep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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